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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胡远珍　 吴诗晨

摘要: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媒介治理作为其分支逐

渐成为近年来媒介研究的热点。 运用文献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 CNKI)数

据库 2003—2020 年间关于媒介治理研究的文献年度、核心作者、高频关键词等进行计量分

析,研究发现:近 17 年间,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经历了从概念引介到指导实践再到媒介治理

本土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媒介治理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媒介治理的概念与内在逻辑、媒介

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与影响、政府使用媒介进行网络治理、国家治理语境下的媒介治理实

践、传媒产业和传媒集团的治理等五个方面。 最后,基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提出媒介治理

在数字传播时代的发展前景,即在理论层面要着眼网络媒介技术及生态变化,关注媒介的

数字治理;在历史层面应从媒介功能发展变化的历时性视角出发,深度挖掘我国使用媒介

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将研究重点投向对媒介治理历史意义的思考;在实践层面除了要及

早搭建常态化的数字媒介运营管理体系外,还应注意结合全球性公共议题充分发挥媒介的

全球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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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治理( Media
 

Governance)脱胎于西方的治理理论,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提出,逐渐成为中国学术话语的高频词,且有传媒治理、治理框架、治理结构、参与治理等多种表述。
国家治理与媒介治理的关系,与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息息相关,更与信息技术对网络社会的形塑密

切相关:当媒介系统开始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媒介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更加重要。 恰如“网络

社会”概念的提出者曼纽尔·卡斯特教授所言,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实现了从围绕政府机

构到围绕媒介系统的范围转移。[1]

回溯历史,对媒介角色功能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分别是媒介作为中立性和工具性的中

介角色、媒介作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互动的场域,以及媒介化政治阶段。[2] 其中,媒介作为工具性角

色,特别是宣传工具,一直成为官方和学界的主流话语。 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实行市场经济

后,中国的媒介开启了市场化的步伐,较长一段时间里,媒介体系兼具宣传和市场的混合性,经济的

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政治的去政治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催生着新闻领域以市场和商业模式为主导模

式[3] ,但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 始终是主流媒介的底线思维。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

展,媒介生态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网络社交媒体遵循着市场化逻辑,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形成了新型网络媒介生态。 与此同时,虚拟网络社会的流动结构,打破了线下现实社会的区隔,使网

络媒介治理的危机演变为社会治理的难题。
为了厘清技术更迭下媒介治理建构的新逻辑,研究媒介治理从西方语境迁移进入中国语境的本

土化情况,探讨国家治理语境下媒介治理的话语实践等问题,笔者对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中收录

的 2003—2020 年 1937 篇关于媒介治理的论文进行了文献梳理,运用知识网络分析工具 CiteSpace,



绘制了 17 年间媒介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全景式分析媒介治理研究的时空动

态演化历程,以期为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纵深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文献规律,展现学科研究热点与发展

趋势的一种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的常用工具有 CiteSpace、BibExcel、Pajek 等,其中,CiteSpace 因其

简洁的操作和清晰的可视化效果,而成为国内外文献计量研究的主流研究工具。 科学知识图谱以知

识域为对象,它能够展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4] 本文以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

报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为分析工具,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 CNKI)为来源数据库,利用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分析、关键词聚类、热点词突现分析以及热点词时区

图等功能,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国内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脉络、热点领域以及前沿

演进。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爱尔兰学者肖恩和吉拉德于 2002 年出版的《全球媒介治

理:初级指南》 (Global
 

Media
 

Governance:A
 

Beginner’ s
 

Guide)一书。 肖恩在此书中提出了媒介的善治

存在于三个层面,分别是媒介对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与完善、媒介对于国家权力机关(政府)的监

管与共治、媒介对于超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5] 然而,通过对 CNKI 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
国内最早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出现于 2003 年。 因此,本文针对“媒介治理”主题设计检索条件时,将
起始年设定为 2003 年,将截至年设定为 2020 年,随后按照设定的检索条件(参见表 1)在知网数据

库进行高级检索,一共检索到 1937 篇文章,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 需要强调的是,为保证

研究结果的精准度,笔者在下载文献时逐页检查,手动删除了新闻报道、会议通知、重复内容、低关联

性等与“媒介治理”主题不符的文献,最终筛选出 162 篇有效文献。

表 1　 研究数据来源和获取方式

检索设定科目 检索设定内容和结果

数据库 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

检索方式 TS = “媒介治理”或者 TS = “媒介”并含“治理”

文献类型 中文期刊文献

时间跨度 2003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检索结果 162 篇(检索到 1937 篇,删除 1775 篇)

　 　 注:TS 为检索主题词,包括文章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随后,将经筛选而得的 162 篇媒介治理研究文献 ( 2003—2020 年) 进行格式转换后导入

CiteSpace,设置时间区隔间隔为 1 年,阈值取前 50,选择寻径作为剪枝方式来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
其中,将表征文献主题内容的“标题、摘要以及作者给出的关键词”这三项指标作为共词分析的来源,
通过运行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网络呈现了媒介治理的研究热点。 如图 1 所示,媒介治理研究的主题

关键词主要集中在 2008—2018 这十年间,按照词频排序,前十位主题关键词为社会治理、媒介治理、
治理、新媒体、传媒治理结构、媒体融合、公司治理、传媒治理、县级融媒体和政府治理(参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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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20 年国内媒介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2　 媒介治理研究文献高频词和高中心词表(按词频排序)

序号 词频 中心性 初现年 关键词

1 22 0. 52 2014 社会治理

2 22 0. 37 2011 媒介治理

3 10 0. 12 2010 治理

4 7 0. 07 2016 新媒体

5 7 0. 12 2003 传媒治理结构

6 6 0. 11 2015 媒体融合

7 6 0. 34 2003 公司治理

8 5 0. 2 2006 传媒治理

9 5 0. 09 2019 县级融媒体

10 5 0. 13 2003 政府治理

二、国内媒介治理研究整体分析

(一)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从总体上看,自 2003 年以来,我国关于媒介治理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呈现出缓步增加的趋势(参

见图 2) 。 从 2012 年开始,国内媒介治理研究文献突破两位数,在经历短暂回落后,开始稳健上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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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表现出井喷式增长。
2013 年 11 月 9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正在由“全能

型政府”向“一体多元”转变,形成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治理体系。[6] 媒介作

为党和政府的执政资源,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媒介治理的建构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对这一主题的

研究,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故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媒介治理研究的热潮。

图 2　
 

2003—2020 年媒介治理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二)研究机构分布及类型

从发文机构分布来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文量最多,均为 5
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紧

随其后,发文量均为 4 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发文量均为 3 篇。 若按照学校进行统计,则复旦大学

的发文总量为 7 篇,占据发文机构的榜首。 其次,从发文机构的性质上看,高等院校是当前媒介治理

研究的主力军。 再次,从发文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市、上海市和武汉市是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

中坚力量。
从发文期刊的分布来看,媒介治理研究期刊载文量超过 5 篇的有 10 个(参见表 3) 。 其中,《现

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青年记者》和《新闻界》的载文量均超过 10 篇。 《现代传播(中国传

媒大学学报) 》聚焦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与改革的最新成果,密切关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青年记

者》致力于新闻理论探讨,报道传媒及相关外延行业最新前沿热点;《新闻界》重点关注学术导向,探
讨新闻理论课题,促进新闻事业发展。 从期刊的类别分布来看,媒介治理研究载文期刊覆盖基本为

新闻与传媒领域的核心期刊,这说明国内媒介治理研究虽呈现跨学科的特点,但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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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3—2020 年媒介治理期刊论文的载文量统计( ≥5)

排名 期刊名 载文量

1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11

2 青年记者 10

2 新闻界 10

4 当代传播 6

4 国际新闻界 6

4 新闻与传播研究 6

7 东南传播 5

7 现代视听 5

7 新闻记者 5

7 新闻研究导刊 5

三、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演进及主要内容

(一)媒介治理研究的基本脉络

从媒介治理研究演化路径的知识图谱(参见图 3)和突现性排名前十的研究关键词(参见图 4) ,
可以清晰梳理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同时,按照年度被引用率最高的指标,对媒介治理研

究文献进行统计(剔除无关研究文献的年份,参见表 4) ,可以确定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的关键性成果,
这些关键性成果揭示了媒介治理的演化路径。

图 3　
 

2003—2020 年媒介治理研究演化路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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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突现性排名前 10 的研究关键词分布

表 4　 2003—2020 年媒介治理研究年度被引率最高文献 TOP10

排序 被引次数 年份 作者 文献 文献来源

1 63 2003 常永新 传媒管制与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南开管理评论

2 55 2003 李维安;常永新 中国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式探析 天津社会科学

3 52 2014 李良荣;张华 参与社会治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 46 2010 黄月琴
网络媒介的政府治理:对 “ 网络问政” 现象的

分析
东南传播

5 36 2005 周劲 传媒治理结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现代传播

6 33 2019 滕朋
社会治理、传播空间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路径
当代传播

7 30 2015 王维佳
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体融合政策

谈起
新闻记者

8 23 2014 李良荣;方师师 主体性: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传媒新角色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9 22 2016 赵永华;王硕
全球治理视阈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理论、
框架与路径

国际新闻界

10 21 2009 谢静;曾娇丽
网络论坛:社区治理的媒介———“官民合作” 网

络运作模式的初步探索
新闻大学

通过研读文献内容并结合演进路径知识图谱,可将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2003—2008) :传媒治理结构的概念引介和中国传媒集团治理模式与策略研究的

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在治理理论语境下,传媒治理的结构与功能,着力于构建本土化的传

媒治理概念体系,将研究重点放在传媒集团的治理实践中。 如常永新对比了美国、西欧等外国传媒

集团公司的治理模式后,客观分析了我国传媒集团的治理模式与局限。 他认为,中国传媒业在产权

和股权结构方面存在着产权残缺、委托人残缺和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的情况;而在治理结构方面

又存在管理者激励机制欠缺、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制约和监管弱化以及内部人自利行为的问题。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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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常永新提出了构建中国传媒集团三级治理的概念。[7] 周劲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
牡丹江传媒集团为实例,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传媒“双重逻辑下主体加辅助”的治理模式,并
且对传媒治理结构做出界定。 他认为:“传媒治理结构就是政府对传媒的宣传、经营、管理、绩效进行

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强化党的

领导,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关系,从而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价值,有效

地抑制代理成本,保证传媒的决策效率。” [8]

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之所以放在对传媒治理结构的概念引介和本土化实践方面,与当时的传媒

转制改革环境是分不开的。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第一次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建立国有资产

管理和监督的理论。 2005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专访中表示我国传媒改革的重点在于

体制、机制的创新。[9] 在我国,传媒兼具企业经营和事业管理的双重属性,要求传媒公司在经营过程

中,以提供公共服务为首要职责,在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益。 这种既不同

于西方国家传媒集团,更不同于国有独资公司的特殊传媒治理结构,因其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很容

易导致传媒集团的控制权集中、产权不明、权责失衡以及人员缺乏创新能力等情况发生。 因此,随着

政策号召和传媒业转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将媒介治理研究的重点放在传媒治理结构上是有其现

实意义的。
2. 第二阶段(2009—2017) :媒介治理研究的概念考察和思考路径变化阶段

关于媒介治理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对西方治理话语内涵所定义的“媒介治理”概

念进行爬梳,将媒介治理理解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如郑恩、杨箐雅认为,“媒介治理是关注信息、媒
介与外部社会系统的互动与影响,以实现‘媒介善治’为目标的一种传播范式。” [10] 另一种则是着眼

于媒介功能的发挥,将媒介治理理解为“媒介参与治理” 。 如李良荣、张华在回顾了自 1978 年以来中

国传媒改革取得的成果后,得出了传媒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公共性。 他们认为,传媒的公共性实

践是“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为各利益群体提供意见表达和沟通平台的同

时,制造社会共识” [11] 。 这类研究成果虽然跳出了媒介治理已有的含义设定,善于从西方学术话语

资源对接中国媒介治理的实践,但是现象分析有余,理论建构不足。 由此可见,无论是将媒介治理简

化为一种传播范式,还是将其看作基于规范意义上的概念界定,都没有清晰地挖掘出媒介治理概念

内涵的丰富性。
综合分析学界对媒介治理的研究成果和不足后,笔者对媒介治理的本土化过程做出如下界定:

媒介在我国作为一种宣传性机构,媒介是治理的对象,这是由媒介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专业属性决

定的。 媒介组织的事业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的思想宣传、舆论引导工作,关
乎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生死存亡。 为了防止出现失控,政府需要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规

制手段对媒介进行监管与治理,如此才能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平稳运行。 从“政治家办报” “三贴

近” “走转改”到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任务要求,以及两个“四

力”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都是在不同的时期,党和政府对媒介

组织、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媒介具体治理要求。 随着国家改革全面深入发展,媒介作为治理主体,吸纳

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之中,这时媒介不仅是治理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加强自我治理,还成为重要的

治理主体,参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网络治理的场域中,媒介治理的概念意义有了新的变

化:受控与施控的一体化;专业性主体与治理性主体一体化。
媒介治理发展转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思考路径。 一条路径是将媒介视为治理主体的治理框

架与模式。 2013 年,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面对时代要求,李良荣、方师师在研究中表示“媒介应承担起主体性这一新的

社会角色” [12] 。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跨学科的视野,从制度政策规制的层面和媒介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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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向度的层面出发,以理论化的研究视角,结合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媒介治理的治理框架与模

式进行多维度的讨论。 如殷琦通过展现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由行政型向经济型体制转轨的演进过程,
继而提出构建“国家-市场-社会” [13] 多元治理的逻辑框架。 第二条路径则将媒介看作治理活动的客

体,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形成的媒介伦理规范,实现对媒介

活动的治理。 黄月琴认为,“网络问政”虽然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但仍需要

对这种现象进行合理引导和制度化管理。[14] 除结合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的媒介治理实践研究,这一

阶段关于如何治理媒介乱象和媒介伦理问题的研究也相对集中。 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强媒介自我治

理,对于此类现象的解决,叶奕建议应将“政府监督、传媒自律、行业规范、公众监督和公众媒介素养

的提升” [15] 这五方面结合起来。
3. 第三阶段(2018—2020) :媒介治理研究的深化与应用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以往对媒介治理相关概念和价值的探讨,转向对网络时代政府治理实践和媒介

跨文化治理实践的研究。 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县级融媒体中心、疫情防控和国

家形象等实践应用领域。 例如,滕朋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承载着县域社会治理转型和社会

治理能力提升的期待[16] ;喻国明认为,重建信任是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17] ,其中应妥善

发挥媒介的治理作用;沈悦、孙宝国认为,媒介治理是社会从权利控制向多元治理转型的协调性支

点[18] ,以此为研究框架,有利于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历史性共同体叙事模式下,从媒介的

政治认同、价值认同、规制认同和文化认同四方面形塑中国的国家形象认同。 随着我国以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5G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媒介发展格局和生态,也带来了媒介

治理的新变化。 媒介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联姻,使得媒介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 但是,在治

理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 如彭兰在肯定人工智能技术使社会治理更加有效和智能的基础上,指出

算法在进行公民生物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存在侵犯个人隐私、评分机制黑箱以及过度监控等问题。
又如郑玄、熊澄宇针对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机制,提出建立政府、市场与用户三方联动谣言治理的模

型,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社会化媒介进行有效的谣言治理。 智能媒体时代的媒介治理,所涉及的场

域、场景、内容、方式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媒介的边界被打破,媒介技术治理、媒介平台治理、媒介社

区治理、媒介舆论治理、媒介各种造假治理等研究,以多学科的视野,呈现繁荣之势。 这些成果表明

学界对媒介治理的研究正在向纵深拓展,聚焦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以媒介治理主体作用发挥的效

能为向导,从治理机制、路径、手段等方面对媒介治理框架与模式进行深入探究。
(二)媒介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通过对所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共导出 14 个聚类(参见图 5) ,这 14 个聚类反映了我国媒介

治理研究的五大类研究内容(参见表 5) 。
类别Ⅰ为媒介治理的概念、媒介参与治理的实践和媒介的内容治理,主要包括#0 媒介治理、#13

环保领域、#14 内容治理。 聚类#0 的关键词有媒介治理、国家治理、跨文化治理,主要探讨媒介治理

的概念、国家治理语境下的媒介角色、媒介的跨文化治理。 例如,虞鑫、兰旻对治理媒介与媒介治理

分别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治理媒介就是“将媒介视为治理活动的客体”且“治理媒介是媒介治理的

一部分” [2] ;而媒介治理则蕴含深刻内涵,它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参与主体,促进公众通

过互联网便捷进入网络空间,广泛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协商,从而通过媒介有效地促进国家治理体

系的完善” [19] 。 聚类#13 主要探讨媒介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监督职能、传播环境信息、构建

环保意识以及维护公共利益作用的。 聚类#14 主要分析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媒介内容产业带来了困

境与挑战,如带来诸如媒介内容失衡、知识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信息传递风险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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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3—2020 年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网络(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5　
 

2003—2020 年媒介治理研究领域聚类标识词表

聚类 子聚类编号 节点数 轮廓值 平均年份 内容

Ⅰ

#0 49 0. 907 2015
媒介治理;国家治理;跨文化治理;健康传播;健康中国;新自

由主义;媒介健康权舆论导向

#13 12 0. 962 2017
环保领域;生态环境治理;媒介参与;实现机制;大众媒介;媒
介治理

#14 11 0. 988 2016
内容治理;媒介内容产业;内容生产;内容创新;媒介治理;新
媒体

Ⅱ

#1 49 0. 978 2015
媒介权力;新媒体;提升策略;挑战;数字治理理论;民生新闻

节目;公共领域治理功能

#2 34 0. 921 2017
治理;洗稿;电视;新闻;移动短视频;刷量;媒介变革;乡村治

理结构;媒介生态

#10 17 0. 908 2019
媒介形态;直播平台;价值共创;媒介化;人民网新媒体智库;
疫情防控

·26· 　 2021 年第 6 期



续表

聚类 子聚类编号 节点数 轮廓值 平均年份 内容

Ⅲ

#3 28 0. 958 2016
权威;网络空间;生态变迁;圈子化;秩序;民粹主义;社会转

型期;社交媒体

#9 21 0. 959 2018
传播治理;媒体融合;自组织;治理媒介化;情感共振;县级融

媒体;传媒协同治理

#12 12 0. 968 2012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舆论机制;媒介善治;泛传播安全

Ⅳ

#4 27 0. 967 2018
流媒体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鸿沟;广
播电视;主流媒体

#6 22 1 2008
传媒机构;治理框架;经济型治理;传媒治理结构;二元逻辑;
取向分析

#8 22 0. 972 2013
自我规制;国家;跨国组织;替代性规制;传媒政策;共同规

制;传媒治理

Ⅴ

#5 25 0. 976 2015
宏观图景;传媒管理;网络社会;核心向度;上市公司;基础理

论;公司治理

#7 22 0. 959 2007
比较视野;监督权;中国传媒产业;媒介规制;治理缺陷;法人

治理结构;媒介低俗化

　 　 注:节点数(即 Size 值)取大于 10 的聚类;轮廓值(即 S 值) 在 0 到 1 之间,S>0. 5 时,表示聚类是合理的,S> 0. 7
时,表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类别Ⅱ为不同媒介形态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主要包括#1 媒介权力、#2 治理、#
10 媒介形态。 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与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使得媒介治理研究的视域和

治理实践也在发生变化。 聚类#1 主要探讨由于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特质,导致传播资源泛社

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问题,这不仅解构了国家对传播权力的垄断,更对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造成

了严重挑战。[20] 对此朱燕丹、靖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建立移动互联扁平化互动

传播方式和引入公民新闻长效机制” [21] 三种媒介治理对策。 聚类#2 主要探讨随着媒介生态的改变,
各种类型的新媒体应用程序走进人们的生活,同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如杨思璐辨析了短视频和

网络直播的异同,指出应建立起“把关人”制度对短视频行业进行治理;又如王旭冉、张世海认为应成

立“防洗稿联盟” [22] ,再通过技术手段和建立制度治理人工洗稿和机器洗稿行为。 聚类#10 主要分

析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为传媒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如李立景从协同社会治理的理论视

角出发,认为应当建立“共建、共治、共享” [23] 的传媒协同治理模式。
类别Ⅲ为政府利用媒介进行网络治理,主要包括#3 权威、#9 传播治理、#12 公关危机。 随着信息

社会的繁盛发展,网络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网络的自由与开放

犹如一把“双刃剑” ,在惠及亿万网民的同时也带来风险和隐患。 因此,网络治理问题不仅是执政者

关注的重点,也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 聚类#3 主要介绍网络民粹主义的成因、危害和治理。 姚志文

认为,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产物,网络民粹主义既是一种“媒介动员策略”又是一种“媒介传

播实践” [24] ,主流媒体应发挥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聚类#9 探讨在媒介融合政策下,媒体市场化发

展路径引发的治理问题。 如王维佳指出“媒体市场化不仅不是传播治理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带来基

层组织力量消解、正当性规范消散和传播民主化程度降低等问题” [25] 。 聚类#12 探讨处于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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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极易引发公共危机和激化社会矛盾,政府如何运用媒介进行舆论治理。 如李

春雷、范帆通过梳理微舆论场的建构过程提出三种有效引导舆论的媒介治理方法[26] 。
类别Ⅳ为国家话语体系下媒介治理的实践研究,主要包括#4 流媒体服务、#6 传媒机构、#8 自我

规制。 聚类#4 主要探讨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 朱琛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
探讨主流媒体服务国家治理的三点表现和四项实践要点,她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过程中,主流媒体扮演者重要角色[27] 。 聚类#6 主要描述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的演进路径。
如殷琦梳理了传媒治理结构在我国从提出到建立再到演变的过程,进而指出在党和政府主导的框架

下,我国“传媒机构的自主性正在变强” [28] ,且媒介的参与式治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聚类#8 主要介绍我国传媒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规制问题。 如张文锋叙述了西方诸国管理观念的

治理转向,继而辨析治理体系中替代性规制的利弊,最后点明建构中国传媒治理体系除了需要强化

法定规制,还需“引入共同规制和优化自我规制” [29] 。
类别Ⅴ为中国传媒产业和传媒集团的治理研究,主要包括#5 宏观图景、#7 比较视野。 聚类#5 主

要介绍在网络社会风险研究的宏观图景下中国媒介治理的实践。 如燕志华认为,随着中国媒介治理

时代的到来,社会上存在着六种风险:“两个舆论场直接碰撞的失序风险、将网情视为民意的认知风

险、决策民粹化的政策风险、舆论监督走过场的泛化风险、过度传播的异化风险以及官员媒介素养不

足的知识风险” [30] 。 聚类#7 探讨比较视野下,中国在传媒集团公司治理和治理媒介低俗化方面的局

限。 如李维安、常永新在对比欧美国家传媒集团公司治理的模式后,指出我国传媒集团在公司治理

方面存在“三级残缺”的问题,并提出“三级治理” [31] 模型(即政府治理、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

结合)的解决方法。 李文冰则指出我国在治理媒介低俗化方面存在制度缺陷,通过借鉴英美治理经

验,表明我国应在“法律体系、民众参与和政府放权” [32] 这三个方面进行改善,才能完成治理媒介低

俗化的规制建设。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近 17 年来国内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可得出如下结论。 从整体上看,我国

媒介治理研究如火如荼,不仅年度发文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尤其在最近两年,关于媒介治理的研

究更是表现出增长的凶猛势头,发文期刊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是研究力量分布极其不均衡,科研

成果产出地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研究机构少,产出量也不足,属于国内

媒介治理研究的“贫瘠地区” 。
就国内媒介治理研究的内容与主题分布而言,17 年来,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本土化传

媒治理结构,到引介西方媒介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符合我国媒介治理体系构建阶段,再到探寻网

络治理、媒介技术应用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传媒产业与传媒发展建设的转型,研究内

容日益丰富多元。 但是,研究内容仍然停留在“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阶段,对于具体“怎么做”虽有

涉及,但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 此外,从媒介对于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维度看,我国

对于媒介治理的跨文化研究相对匮乏。 在笔者选取的 162 篇样本文献中,仅有 3 篇文献将媒介治理

研究投向全球视野,这样的情况无法满足如今中国对于国家形象塑造以及跨文化媒介治理的期待。
对于中国语境下媒介治理理论的建构,也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需要重点深耕。

从研究方法来看,在选取的 162 篇文献中有 14 篇是案例研究,国内大部分媒介治理研究,还是

偏重借助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传播活动、实践、现象进行观照,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相比之下,国外

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则已经应用了 Python 大数据技术、PCA 统计方法[33] 等去研究媒介治理、国家治

理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其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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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展望

通过对媒介治理研究纵向时间维度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空间维度研究的分析,笔者在了解我国媒

介治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法规,提出数字传播背景下媒介治理研究的发展趋势与

前景。
1. 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理论逻辑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传播媒介的应用发展。
媒介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智能技术的

发展,以移动媒介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型媒介形态,在社会组织与协调动员方面扮演着核心力量

的角色,若是对媒介治理不善,则线上风波将演绎成线下社会性群体事件,甚至会出现暴力、流血、伤
亡,危害社会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 国际社会风云诡谲,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时刻考

验着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媒介治理水平。
聚焦中国,从国家治理语境下考量媒介治理,需要突破过去媒介管理社会和媒介结构治理的含

义,进一步建构媒介的公共性与主体性。 通过运用“新的媒介技术形塑社会交往形态和过程” [34] ,将
媒介化提升至具统摄性的整体社会观察层次,在公共生活的治理当中嵌入“媒介逻辑” [35] 。 意大利

热那亚大学大众传播社会学 Mazzoleni 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大众传播与政治科学系 Schulz
曾指出,媒介化政治( mediatized

 

politics)的内涵是指“特定形态的政治活动和运作过程” ,即“它们不

仅依赖媒介的平台和技术,而且部分地遵循嵌入制度的媒介运作逻辑而展开” 。[36] 尽管政治研究发

生了媒介化转向,但“并不意味着要以媒介逻辑取代政治结构的政治运作和制度逻辑” [37] 。
要建构一种新的媒介治理理论逻辑,除了讨论媒介与政治的互构关系外,还可以从媒介在参与

治理时的主体性角色出发,考察媒介如何发挥多元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在这个维度里,
媒介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不同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由于政治场域与媒介场

域高度重叠,很多情况下传播行为和政治行为的边界十分模糊。 因此,“媒介逻辑必然通过被吸纳并

整合进体制才能发挥作用,甚至媒介逻辑往往就是政治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 [38] 。 同时,媒介治理

的理论逻辑建构还要着眼网络媒介技术及生态的变化。 现在已经进入数字传播阶段,国家对数字治

理转型尤为重视,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需要构建“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 三大战略;十九届四中全会也作出推进“数字政府治理” 的决策部署。
数字政府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媒介治理的赋能。 从媒介作为治理主体的理论建构方面,媒介的边界不

断扩大,聚合效应、资源效应、平台效应日益凸显,媒介治理的生态环境更加交错复杂,必须创新媒介

治理理念、运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将技术主导转向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的共享、共建、共治。 有

学者已经敏锐看到了媒介治理主体从“信息互联”向“价值互联”转变,治理模式从“分散协同”向“整

体智能”转变,治理效能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协商”转变。 因此,媒介治理呈现出“制度治理、技术

治理、智慧治理”的逻辑面向。
2. 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历史逻辑

“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议题,也是一个历史进程。 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曾经历“从管治到管理

再到治理”三个阶段,而无论是管治还是管理,都意味着一元统治,这明显与多元治理的历史发展潮

流相悖。 因此,“从统治走向治理,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39] 。 由于“媒介与政治构成相互

建构和共生的关系” [40] ,所以相应的媒介治理也具有历史性和在地化的内涵。 但是,通过回顾国内

17 年间媒介治理研究可以发现,学者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西方媒介治理理论与中国具体治理手段的

适配性探讨方面,较少从历史的视角深挖我国(尤其自建党以来) 使用媒介进行社会治理的演化

过程。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自觉运用报刊,进行舆论引导、

宣传政见、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改革开放后,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启蒙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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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新千年,互联网开始全面渗透社会系统,并逐渐演变为社会发展的

“信息结构基础” ;而今进入数字化阶段,海量数据朝向媒介平台和媒介终端不断聚集,并转变为一种

战略性资源日趋显著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深度嵌套,公民数据信息保护成为媒

介治理框架的重要议题。 由此可见,历史语境的转变和媒介技术的跃迁必然导致媒介治理目的与意

义的更迭。 现有研究成果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如何以技术的价值理性驯服技术的工具理性层面,缺少

从社会纵向发展的历时性维度去思考。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视角出发,将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

向对媒介治理的历史性意义的思考,将会是未来媒介治理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面向。
3. 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信息传播和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我国的媒介生态呈现出新旧交错的复杂格局,这样的局

面在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也对党管媒体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网络化到移动化再

到智能化,人类的生存生活信息不仅可以被量化,还能够以数据的形态存储,整个社会的治理迎来了

“数字化”挑战。 逻辑作为“操控一个特定范畴的特定的规制和资源” [41] ,在成为实践之前,隐含着一

种“该怎样做”的价值规范,因为它一旦被付诸实践,就脱离了纯粹理性,成为由实践者与环境互动所

生成的新的“实践逻辑” 。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曾用惯习( habitus) 指代这种实践逻

辑,用以强调惯习产生的行为方式与根据规则或固定格式推演出来的行为在规律性上并不相同。 在

这个意义上,当大众传播时代进化为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实践发展必然要踏上数字化的转型

之路,即运用数字媒介辅助治理目标,使社会和行业发生深刻变革,实现对政府治理思维和方式的

重塑。
数字媒介治理的关键在于数据的广泛采集与安全使用,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数据和媒介的

组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发展起来的健康码就是利用数字媒介

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好证明。 数字化转型与媒介治理的理念、结构和能力等因素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政

府治理实施全方位赋能,如在线政务媒介平台的兴建为公众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同时也拉近了政

民之间的距离。 尽管数字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内生动力在不断加强,但也给政府数字化

转型的稳定性和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样从健康码说起,作为特殊时期因应对突发疫情而诞

生的媒介产品,健康码的显性优势虽然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未来数字媒介治理可能性的新图景,但是

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公民生物信息和隐私数据大收集的背后,上演的是以 BAT 为首的互联网巨头为

寻求新基建发展,对公权边界的小心试探和对私权领域的深度渗透。 因此,在数字传播蓬勃发展的

背景下,除了要不断挖掘媒介治理实践的适应场景,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加强对国民信息隐私保护

和对平台数据滥用的有效监管。 政府应提高顶层设计和全局性制度建设,以媒介思维叠加数字思

维,在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浪潮中,及早搭建起常态化的数字媒介运营管理体系,以应对数据权力失控

的安全隐患与社会风险。
当然,对于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实践的想象还可以更加开阔。 当媒介走向融合,媒介治理便

会超越传播领域拥抱全部社会生活。 在思想政治领域,媒介的治理实践在于以多种方式传播主流价

值观;在社会领域,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媒介发挥下沉底层的治理功能,如县级融媒体和短视频

平台对乡村治理的作用;在文化领域,以央视频为代表的超高清直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社会舆

论加以引流和引导,产生各种“云上博物馆” “网络在线教育”等移动化、社交化、场景化的新业态;在
经济领域,技术驱动、产品驱动、内容驱动、渠道驱动、用户驱动的产业互联网,打造新型产业链和产

业生态。 除此之外,此前学界没有充分研究的媒介全球治理功能,也将在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提供

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 “共同抗疫”等以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微方式,将我国

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到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以此推动全球传播新秩序、新文

明的和谐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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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edia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Hu
 

Yuanzhen,Wu
 

Shichen(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
ernance

 

capacity,media
 

governance,as
 

its
 

branch,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media
 

research
 

in
 

re-
cent

 

years. This
 

study
 

uses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to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year,core
 

authors,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media
 

governance
 

research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3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17
 

years,China's
 

media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from
 

concept
 

introduction
 

to
 

guiding
 

practice,and
 

the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media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media
 

governa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ive
 

as-
pects:

 

the
 

concept
 

and
 

internal
 

logic
 

of
 

media
 

governance,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media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the
 

government's
 

use
 

of
 

media
 

for
 

network
 

governance,the
 

practice
 

of
 

media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governance,and
 

the
 

governance
 

of
 

media
 

industry
 

and
 

media
 

groups. Finall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content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media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era, that
 

i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and
 

ecolog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governance
 

of
 

media. At
 

the
 

historical
 

level,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media
 

functions,we
 

should
 

deeply
 

explore
 

the
 

process
 

of
 

using
 

media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focus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edia
 

governance. In
 

practice,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a
 

normalized
 

digital
 

media
 

operation
 

and
 

man-
agement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media
 

in
 

combination
 

with
 

global
 

public
 

issues.
Key

 

words:government;national
 

governance;media
 

governance;digital
 

media;governance
 

function

■收稿日期:2021-06-01
■作者单位:胡远珍,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吴诗晨,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

·86· 　 2021 年第 6 期


